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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文化遗产时空格局
———以文物保护单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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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南昌330022)

摘要:通过多维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的方法,将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与地形地貌、水系河流等数据

结合,分析各时期空间分布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状

态;文物保护单位在不同时期空间分布密度有差异,整体从赣北鄱阳湖平原地区向全省扩散;在地形地貌等因素影

响下,大部分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海拔0～200m的平原地区和200～500m的丘陵地区,2°～10°的坡度范围以及沿水

系河流以及交通网络分布。该研究可对今后江西省文化遗产及遗产廊道的空间整合与协调发展等提供合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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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遗产包括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事物

和传统的文化形态,体现特定的生活方式的知识、习
惯等[1-2]。我国通过“自上而下为主,兼顾自下而上”
的保护路径,由点到面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

区和历史文化名城实施分级管理[3]。根据已有研究

分析,国内学者主要以文物保护单位[4-6]、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7-8]、非物质文化遗产[9-10]为研究对象,从
行政单元、江河流域、城市经济带等不同层面对文化

遗产在空间或时间上的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并从自然

地理、交通路线、社会经济等多角度解析其影响因素,
系统揭示文化遗产的分布特征与演变规律。在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与管理等方面,相关研究包括国内外

遗产保护管理对比[11]、文化遗产旅游响应关系的分

析[12]、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联动保护的

构想[13]、基于文化廊道视角的文化遗产保护空间的

整体性构建[14]等,体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刻变

化与研究方向整体性、体系性和多元性的趋势,展现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特征。
作为一个地区可识别的表征化符号,江西省应加

强对文化遗产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以促进城乡人居环境发展、旅游规划等,而这是当前

研究成果的薄弱之处。因此,本文运用多维地理信息

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GIS)空间分析的

方法,对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研究,分
析文化遗产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为今后江西省

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管理、利用与开发提供科学依

据,进一步丰富区域文化遗产体系研究成果。

1 研究区域概况
从地理区位来看,江西是一个相对封闭而完整

的地理单元。“东接闽浙,西连荆蜀,被逾淮汴以达

于京师,据岭海之会,斥交广之境”,至少从新石器

时代以来,就一直有与外来文化交融共生的过程,
从所谓“蛮荒之地”逐步变成“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良好的气候、土壤和资源条件,相对较少的自

然灾害,江西自古以来就是适宜农耕的鱼米之乡,
特别是随着战乱等原因,大量北方居民连同先进的

生产工具和技术进入江西,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农业

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长时间跨度的人类活动在

区域内形成了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和预处理

数据主要来源于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1~
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和江西省政府公布

的第1~6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地理空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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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GDEMV330m分辨率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ele-
vationmodel,DEM)数据;江西省行政区划、水系河

流等数据。名录上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0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67处。为进一步提高数

据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当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重复时,保留为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当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含有多处且地域分布

跨越尺度较大时将文物保护单位拆分,最终得到研

究样本共计1173处。

2.2 研究方法

2.2.1 最邻近指数法

该方法通过计算实际最邻近距离与理论最邻

近距离的比值,反映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
进而在类型间进行比较,计算公式为

re = 1
2 n/A

(1)

r1 = 1n∑
n

i=1
ri (2)

R=r1/re (3)
式中:re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n为数量;A 为面积;

R 为最邻近指数。R >1时,分布趋于均匀;R =1
时,分布趋于随机;R<1时,分布趋于集聚[15]。

2.2.2 不平衡指数

该方法通过计算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占比最高

的地区与最低的地区的比例之和,描述文物保护单

位在不同区域分布的不平衡关系,计算公式为

S=
∑
n

i=1
Yi-50(n+1)

100n-50(n+1)
(4)

式中:S为不平衡指数;n为分类个数;Yi 为各地区

占比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的累计百分比。S 越接

近于0,空间分布越均衡;S 越接近于1时,空间分

布越不均衡[16]。
2.2.3 核密度法

该方法通过计算文物保护单位点的密度,可以

识别文物保护单位在研究区域的集聚与分散状况,
计算公式为

∫
∧

h
(x)= 1

nhd∑
n

i=1
K x-xi

h  (5)

式中:K x-xi

h  为核密度函数;h(h>0)为带宽;

n为空间单元内的数量;x-xi 为对象点x 与估值

点xi 间的距离;d为数据维系[17]。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空间分布类型

根据江西省历史文化的演变特征分为史前至

先秦、秦汉至隋唐、宋元、明清及近现代5个时期,利
用 ArcGIS10.2计算最邻近指数和空间结构类型

(表1)。有表1可知,各时期内平均实际最邻近距

离小于平均理论最邻近距离,最邻近指数小于1,空
间分布类型表现为集聚型。其中,秦汉至隋唐时期

的最邻近指数最高,集聚程度最弱;近现代时期的

最邻近指数最低,集聚程度最强。

表1 各时期文保单位最邻近指数及空间结构类型

时期 数量/个 平均实际最邻近距离/m 平均理论最邻近距离/m NNI Z得分 SST
史前至先秦 38 22090.2433 27047.6659 0.816715 -2.161468 集聚

秦汉至隋唐 73 20493.1327 24537.6944 0.835169 -2.694201 集聚

宋元 115 15597.9509 21931.1450 0.711224 -5.924358 集聚

明清 421 7263.1334 12204.3575 0.595126 -15.892476 集聚

近现代 526 5685.6901 10868.8237 0.523119 -20.923465 集聚

 注:最邻近指数(nearestneighborindex,NNI);空间结构类型(spacestructuretype,SST)。

3.2 空间分布均衡性

根据式(4)得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不平衡指数

S=0.39268,表明其在内部分布不均匀。结合洛伦

茨曲线,可知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分布在赣州、吉安、九
江、上饶、宜春、抚州等地,占总数的82.61%。

3.3 时空分布密度特征

对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核密度分析并生

成史前至先秦、秦汉至隋唐、宋元、明清、近现代时

期的核密度分布图(图2)。将文物保护单位分为6
种类型进行分类统计(表2),并结合不同时期的核

密度分析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1 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洛伦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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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赣S(2019)095号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2 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核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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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不同类型数量统计

类型 古遗址/个 古墓葬/个 古建筑/个 石窟及石刻/个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个 其他/个 总计/个

史前至先秦 33 4 0 0 0 1 38
秦汉至隋唐 20 15 28 8 0 2 73

宋元 23 18 49 24 0 1 115
明清 11 26 364 15 3 2 421

近现代 0 0 0 1 520 5 526
总计 87 63 441 48 523 11 1173

3.3.1 史前至先秦时期

该时期有2个核心密集区和3个次核心区,主
要集中在赣江下游地区和鄱阳湖平原的边缘地区,
以清江盆地的樟树和丰城地区以及鄱阳湖盆地西

侧靖安、奉新和安义地区分布最为密集,九江、万年

和萍乡地区为次[图2(a)]。早期人类活动在江西

的历史极其久远,在安义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

距今约有50万年。以鄱阳湖为中心,由长江和赣江

水系泥沙沉积而成的鄱阳湖平原面积广阔,土地肥

沃,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是世界稻作文化起源

地。商周时期,出现以吴城遗址为中心的早期国家

形态,同中原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大体一致,新干

大洋洲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使该地区一跃成为江南

青铜王国,同时也是江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

代遗址,出土遗物种类十分丰富。春秋时期,江西

作为粮食主产地和必争之地,先后分属吴、楚、越三

国,有“吴头楚尾”之称,当地的百越民族开始与华

夏民族融合,在经济、文化上逐渐走上共同发展的

道路[18]。该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最多的类型是古遗

址,共33处(表2),进一步反映该时期区域内的中

心城邑聚落和早期国家主要分布在江西北部的赣

江下游地区和鄱阳湖平原的边缘地区。

3.3.2 秦汉至隋唐时期

该时期有2个核心密集区和2个次核心区,集
中在鄱阳湖周边平原、吉安盆地以及清江盆地地

区,初步形成沿大庾岭-赣江通道分布,以九江地区

最为密集[图2(b)]。秦汉至西晋时期,江西先后设

立豫章郡、江州,完成了“化外”到“化内”之区的转

变,文化载体与政区格局初步形成[19]。魏晋南北朝

时期,八王之乱给江西带来了大量北方移民,江西

进入大开发时代,逐步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第三大

经济中 心,至 南 朝 时 成 为 江 南 稻 米 重 点 产 区 之

一[20]。同时,纺织、制茶、陶瓷、矿冶等产业的异军

突起,使江西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

时期江西由贫穷落后走向大开发、大发展,承前启

后,为江西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兴盛奠定了牢固基

石,江西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开启中国

历史上的“江西时代”[21]。另外,大庾岭-赣江-鄱阳

湖-长江这一黄金水道的畅通,诞生了江西历史上第

一批商业性大城市,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迹。该时

期以古遗址、古墓葬和古建筑居多(表2),由于稳定

的政治格局,繁荣的商业和第一次北人南迁等,极
大地促进了江西的发展和多元民族文化交流,达到

历史的第一个空前繁荣期。

3.3.3 宋元时期

该时期有1个核心密集区和3个次核心区,集
中分布在大庾岭-赣江沿线与赣江支流流域,仍以江

西与长江交界的九江地区最为密集,但密集程度

不及从前[图2(c)]。在成为全国十道之一的江南

道后,江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由此拉开第一次大

规模向外移民的序幕,进入历史上最兴盛、最繁荣

的时期,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均居各路前茅,是中

国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之一,出现“满朝文武半江

西”的局面[22]。大庾岭驿道的进一步开拓,与四通

八达的水系结合,形成沟通江浙、闽粤和湖广各地

的交通网络。同时,江西在文学、艺术、经济、教育

等方面撑起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半壁江山,有
“两宋文人半江西”“宋代科学半江西”之称。另

外,作为宗教中心、文化圣地以及旅游胜地,江西

的名山大川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因此,该时期以

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居多,数量占比达到

83.5%(表2)。

3.3.4 明清时期

该时期有1个核心密集区与4个次核心区,其
中核心密集区转移至赣东地区,次核心区为大庾岭-
赣江南北要道沿线的南昌、吉安、赣州三地与赣北

地区[图2(d)]。明清时期,江西传统经济趋于极

盛,但该时期末江西地区饱受兵燹之厄,人口骤减

且恢复缓慢,再加上自然灾害与移民活动,社会经

济遭受重大损失,如“樟树、吴城最盛之埠,商业已

十减八九”[23]。相比之下,赣东地区所受影响相对

较小,取代大庾岭-赣江南北要道沿线区域成为该时

期文物保护单位最为密集的区域。该时期星罗棋

布的建筑遗存不仅是江西地区人文鼎盛的见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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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村落民众经营内心自我的精神空间和反应。抚

州金溪县方珂廷“遐贾吴、越、淮,不三年,发家数百

金,乃归构舍宇”,宗族传承的稳定形成了该时期文

以古建筑与古墓葬为主的格局,达到有史以来的巅

峰(表2)。

3.3.5 近现代时期

该时期主要沿省域边界山区多中心分布,主要

集中在早期革命的萌芽地区以及江西的五大革命

根据地(井 冈 山、瑞 金、湘 赣、湘 鄂 赣 和 闽 浙 赣)
[图2(e)]。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江开埠,吴城、樟
树等商业中心迅速衰败,传统经济难以发展,九江

则一跃成为江西第一商埠、唯一的进出口基地和最

大的物流中心,迅速成长为长江最重要的港口城市

之一。江西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从中国工人运动的

摇篮到秋收起义的策源地,从八一南昌起义军旗升

起的英雄城到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奠基石,从瑞金红色故都到赣东北苏维埃

模范省,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都发生在江西,取得

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硕果。由于历史、地理、
政治条件,江西山区建立了早期的革命根据地,留下

了大量的革命遗迹与旧址,丰富了红土地的内涵。由

于近现代江西的革命背景,形成了五大革命根据地以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为主的分布格局,在各

时期中的文物保护单位占比最多(表2)。

4 影响因素

4.1 地形地貌因素

地形地貌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基础,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其他地理环境要素与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特征,对聚落选址、道路交通、人口流通等也产生不

同的制 约 作 用,深 刻 影 响 了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的 分

布[24]。本文研究的地形地貌因素主要包括海拔和

坡度。

4.1.1 海拔

海拔是地形地貌的重要影响因素,海拔差异衍

生出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进而影响文物保护单位

的空间分布[15]。将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与地形

高程叠加(图3),可知文物保护单位集中分布在平

原和丘陵地区。这是由于江西作为一个相对独立

的地理单元,不属于兵家必争之地,政治环境稳定,
并先后接受了两晋永嘉之乱、唐末安史之乱和两宋

靖康之乱的三次北人南迁的移民,极大地助力了江

西山区的开发。另外,在优越的地理和经济条件

下,江西地区人文兴盛,产生了陶渊明、王安石、欧
阳修、曾巩、黄庭坚、朱熹等历史名人,留下了丰富

的文化遗产[25]。按海拔划分的标准(表3),文物保

护单位大多位于0~200m 的平原地区和200~
500m的丘陵地区,占比达94.03%。这是由于江西

的平原地区气候温和、水系发达、适宜人类居住,人
文活动兴盛,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丘陵地区则是由

于近现代江西地区作为红色故土,在中国共产党的

革命历史和精神谱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4.1.2 坡度

坡度以坡面的垂直高度与水平距离的百分比

定量描述表单元的陡缓程度[26]。将坡度分为6个

等级与文物保护单位叠加(图4)并提取坡度数据,
统计各坡度区间的数量(表4)。可知随着坡度的增

大文保单位的数量先增加后减少,且主要分布在2°~
10°的坡度区间。从不同类型来看,坡度≥25°的文

保单位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石窟及石

刻两类为主,这与战争的特殊性以及石窟及石刻载

体所处位置的特殊性有关。古建筑类在宋元时期

海拔分布最低,这与该时期江西经济社会进入繁荣

兴盛期有关,且多见于海拔相对较低的水陆交通

要道。古遗址类包含的时间跨度最大,其中秦汉时期

基于赣S(2019)095号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3 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高程海拔分布

表3 各时期不同高程海拔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海拔 <100m
100~
300m

300~
500m

500~
800m

≥800m

史前至先秦 27 11 0 0 0
秦汉至隋唐 38 28 3 2 2

宋元 55 42 8 3 7
明清 220 147 33 14 6

近现代 160 256 75 2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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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大多为窑址、矿址,与早期人类史前活动遗址

并不相同,坡度大小也有所差异。古墓葬类在史前

至先秦时期的坡度最低,这与早期人居活动范围受

限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有关。整体来看,以文物

保护单位为例的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坡度<15°的
樟树、吉安、南昌等平原地区;而坡度≥15°的文化遗

产则在东部仙霞岭-怀玉山,中部于山-玉华山,西北

幕阜山-九岭山、南部大庾岭-九连山一带有集中

趋势。

4.2 水系河流

将江 西 省 水 系 河 流 与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叠 加

(图5),统计其与水系河流的最近距离(表5)。由表

5可知,84.48%的文保单位在距水系河流2km以

内,仅有2.73%的文保单位与水系河流的最近距离

在5km以上。贯通南北的赣江流域以及鄱阳湖周

边的文保单位最多,历史跨度最广。鄱阳湖与西北

部幕阜山-庐山交界处分布的文物保护单位最密集,
其次还有三个较为密集的文物保护单位集聚区,时
期以近现代为主,分别是位于赣江支流禾河源头的

革命圣地井冈山区域、赣江支流绵江源头的共和国

基于赣S(2019)095号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4 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坡度分布

表4 各时期不同坡度区间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坡度
<2°/
个

2°~
5°/个

5°~
10°/个

10°~
15°/个

15°~
25°/个

≥25°/
个

史前至先秦 5 21 5 4 2 1
秦汉至隋唐 10 12 26 13 9 3

宋元 8 37 29 17 20 4
明清 52 129 109 59 54 17

近现代 37 143 153 75 80 39

摇篮瑞金以及赣江与鄱阳湖交汇处的八一起义所

在地南昌市区。此外,清江盆地中袁江与肖江交汇

区域分布着最为密集的史前遗址群,是中国南方早

期人类文化发源的重要地区。整体而言,高度发达

的水系河流带来交通的便利使文物保护单位的空

间分布沿水系河流高度聚集,同时也逐步拉开了与

水系河流的绝对距离,表明随着文明发展与生产力

水平提高,人类活动逐渐克服水系河流带来的限制。

4.3 交通

交通的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不仅推动

社会的前进,也为文明传播提供有利的条件。秦汉

时期,攀越五岭的“通南越道”和自信江、盱江上溯

进入福建的道路初步形成了古代江西的道路骨架;
至宋代,沟通江西与邻省的关隘都已打通,通往邻

省的驿路数量也增加多条,道路网更加完善;明清

时期,明代以经过江西的3条贡道为往来必经通道,
清代以8条主要驿道和35条主要铺路联络省内外,
大路里程合计约为13392里(1里=500m),小路

基于赣S(2019)095号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5 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与水系河流

表5 各时期与水系河流不同距离下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距离 <0.5km 0.5~1km 1~2km 2~5km ≥5km

史前至先秦 18 11 6 3 0
秦汉至隋唐 29 19 12 10 3

宋元 44 28 25 14 4
明清 181 81 102 45 11

近现代 200 112 123 78 14
占比/% 40.24 21.40 22.85 12.79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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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合计约为12877里[27]。江西道路网系统随历

史发展日趋完善,自秦汉时期形成道路骨架到近现

代时期交通网密布,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上也遍布

全境。因此,南昌、九江、吉安、新余、赣州地区由于

交通条件自古以来就较为发达,文物保护单位空间

分布沿交通线路较为集中。

4.4 社会政治及历史文化因素

江西文化诞生于大江大河、大湖大山之间,最
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中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

一,源远流长又自成一体(表6)。自古越先人起,江
西就有民风沉淀于斯,继而荆楚与吴越文化杂染其

间,多次北民南迁将中原古风与江西故风交融,在
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江西地域文化的兼容并蓄造就

独特的赣文化,虽“大不如吴,强不如楚,然有吴之

文而去其靡,有楚之质而去其犷”[18]。近现代时期

的百年抗争孕育了红色文化基因,积极的革命活动

也给江西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迹。总之,在历史变

迁背景下江西形成了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不

同类型、数量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第一,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各时期的最邻近指

数R 均小于1,表明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布上呈

表6 江西省各时期事件

时期 事件

史前时期

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群(吊桶环、仙人洞遗址

等);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群(拾年山文化、山背文化、
筑卫城文化等);
青铜文化遗址(吴城文化、新干大洋洲、牛头城、
瑞昌铜岭等方国文化/早期国家)

先秦时期
铁器文化出现,民族融合初始阶段(楚、吴、越),
江西儒文化出现等

秦汉时期

江西地区纳入郡县体制、开始兴修水利、第一次

民族大融合、佛教传入、本土道教形成、修建赣

江-大庾岭商道等

三国两晋南北

朝时期

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大开发时代、出现江西文坛

奠基人(陶渊明)、瓷文化兴起等

隋唐时期
扩建赣江-大庾岭商道、书院文化形成并兴起、佛
教道教兴起、茶文化兴盛、第三次民族大融合等

宋元时期

种茶成风,书画鼎盛时期,江西理学、心学(陆九

渊),经世致用思想,风水堪舆盛行,商帮兴盛时

期,江西词派(兴于五代,盛于两宋)等

明清时期

商帮由盛转衰时期,入口外迁(江西填湖广、湖广

填四川),太平天国运动,王学(王阳明),戏曲文

化(汤显祖)等

近现代时期

红色文化、秋收起义、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中
央苏区与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众多革命根据

地等

集聚状态。
第二,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平衡指数S=

0.39268(0<S<1),反映文物保护单位地域分布的

不均衡,主要集中在赣州、吉安、九江、上饶、宜春、
抚州等几个市。

第三,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密度分布有较大

差异,整体上从赣北的鄱阳湖平原地区向全省扩

散:史前至先秦时期有2个核心密集区和3个次核

心区,主要集中在赣江下游地区和鄱阳湖平原的边

缘地区;秦汉至隋唐时期有2个核心密集区和2个

次核心区,集中分布在鄱阳湖周边平原、吉安盆地

以及清江盆地地区;宋元时期有1个核心密集区和

3个次核心区,集中分布在大庾岭-赣江沿线与赣江

支流流域;明清时期有1个核心密集区与4个次核

心区,核心密集区转移至赣东地区;近现代时期沿

省域边界山区多中心分布,主要集中在早期革命的

萌芽地区和江西的五大革命根据地。
第四,由于受地形地貌、水系河流、交通、社会

政治及历史文化等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大多位于

0~200m的平原地区和200~500m的丘陵地区,

2°~10°的坡度范围以及沿水系河流以及交通网络

分布。

5.2 展望

通过对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模式及影响因子的

研究,可以揭示其演变规律,进而指导文化景观分

区建设、遗产廊道划分等相关工作,并明确其与周

围环境要素的关联性,对推动其整体保护和利用有

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为万里茶道、长征线

路、湘赣古道、徽饶古道等江西省域内一系列文化

遗产廊道的研究提供借鉴,并为不同遗产廊道线路

间的保护利用、空间整合、范围界定及地区风貌特

征保护等提供参考。同时,对跨省域的文化遗产保

护规划的开展以及自然风貌与文化特征整体关系

协调,对延续地域文化与景观特征的完整性与真实

性等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够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

导的总体定位下对江西省生态空间与文化空间进

行整体统筹、进入建设文化与自然魅力彰显的新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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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andTemporalBureauofCulturalHeritageinJiangxiProvince:
ACaseStudyofCulturalRelicsProtectionUnits

DUANYapeng,LINLei,ZHANGYuning
(SchoolofCityConstruction,JiangxiNormalUniversity,Nanchang330022,China)

Abstract:Throughmulti-dimensionalGISspatialanalysis,theprovincialculturalrelicprotectionunitsandthedataoftopography,water
systemandriverswerecombined,andthecouplingrelationshipof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andrelatedinfluencingfactorswasanalyzed
ineachperiod.Thestudyshowsthatculturalrelicprotectionunitsareconcentratedinspatialdistribution.Thespatialdistributiondensityof
culturalrelicprotectionunitsvariesindifferentperiods,spreadingtothewholeprovince.Undertheinfluenceoftopographyandlandform
factors,mostoftheculturalrelicprotectionunitsarelocatedinplainareasat0~200mand200~500mwith2~10°slopeanddistribution
alongriversystemandtransportationnetwork.Areasonablebasisisprovidedforthespatialintegrationandcoordinateddevelopmentofcultural
heritageandheritagecorridorinJiangxiProvince.

Keywords:JiangxiProvince;culturalheritage;culturalrelicprotectionunit;spatialandtemporalpattern;spatialandtemporal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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